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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 2010—2019 年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首先从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且随着高质量发展分位点位置的上升，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分样本看，相比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当然，在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中等收

入国家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来推动高质量赶超；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创新绩效

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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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的必然方向，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但是，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沿线发展中国家，

存在着投资效率低、包容性发展水平不高、要素

流动不畅以及环境保护不足等现实问题，降低了

“一带一路”建设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

数字经济如何推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价值与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概念首先由美国新经济学家、商业 

策划大师唐·塔普斯科特提出，他认为数字经济具

有数字化、创新性、虚拟化、去中介化、即时性

等 12 个基本特征，其中数字化特征 为显著[1]。

之后，其内涵不断得到深化，有国外学者也将数

字经济称作是“电子经济”“新经济”“信息通信

技术(ICT)的新应用”等[2−4]。相较而言，国内学

者对数字经济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从产业数字化

和数字产业化两方面探讨数字经济[5−7]。事实上，

数字经济已经初具规模，且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8−11]。而且，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正加速推进，新加坡、智利、新西

兰三国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共同签署了《数字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

各经济体通过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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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构建“数字共同体”，弥合由经济发

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数字鸿沟”，以

数字化方式创新全球治理[12]。可见，数字经济合

作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

内容。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目

标导向、建设效应等方面展开。一是从蕴含的理

论逻辑来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仅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通过打造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互惠共生、利益均享的高质量发展

模式，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15]；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单个国家应摆脱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

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精

神生产相联系，以获得超越国家疆界的生产能 

力[16]。二是从坚持的目标导向来讲，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高标准、惠民生、

可持续为主要目标，以制度化发展和机制化建设

为内在要求，在推进更为积极的共商共建共享伙

伴关系建设的同时，还需注重风险管理和监督评

估的机制建设[17−20]。三是从展现的建设效应来看，

从 初的倡议提出，到扎实的共同推进，再到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

进，“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中国已同 1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合作文   

件，共建“一带一路”为更多沿线国家融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了机遇，有效促进了共建 

国家的贸易发展、产业调整、经济增长、社会稳

定等[21−22]。 

关于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相关协议签署与规则对接、常态化合作体系的建

立等为共建国家更深层次的数字经济合作奠定

了基础[23−24]。然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平

衡的数字经济基础条件、数字经济本土化推进的

困难、数字经济治理政策的差异等又形成了一定

阻碍[25−26]。因此，学者们认为必须不断深化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

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应用、网络安全保障、数

字经济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弥合数字鸿沟，共享

数字红利，推动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

位互联互通、经济创新以及包容性增长[27−30]。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中关

于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较为丰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已

有研究主要是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及其节点

城市为研究区域，结合中国目前发展所面临的突

出问题和矛盾展开研究，鲜有针对共建“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国情及发展目标来构建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另一方

面，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产业链升级或生态

环境改善或经济效率提升或社会福利改善等单

个方面来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0—2019 年共建“一

带一路”沿线 33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异质

性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的边际贡献有：一是从

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试图更

为科学地测度共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二是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

制，试图为建立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框架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直接效应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标准、惠

民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加强共建国家

的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将是 重要、 直接的

途径。①推动实现高标准发展目标。高标准发展

目标强调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标准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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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尤其是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高标准

发展目标。因为，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

智能等新基建不仅有助于共建国家优化对外开

放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拓展共建

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信息通讯

技术应用等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促进共建国

家基础设施和政策标准互联互通[27,31]，推动实现

高标准发展目标。②推动实现惠民生发展目标。

惠民生发展目标旨在以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福祉为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批

颠覆性、战略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生与应用，

提高了企业生产能力与有效市场需求挖掘能力，

使得全社会供需关系的匹配效率和国民经济体

系的整体效能得到提升。这不仅丰富了产品种类，

精准地为各类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商品，还促进

了就业总量和质量，为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口

素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提升包容性社

会发展水平、增强发展主体的普遍性和发展成果

的共享性[25,32]，推动实现惠民生发展目标。③推

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经

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

展三方面的协调统一。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

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不仅因其高渗透性促使数字资源融入企业价值

创造过程，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还因

其外溢性、共享性促使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融

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33−34]。另一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其优化运营模式、改进工

艺流程，进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投入和污染

物排放，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能够直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二) 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间接效应 

1.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新绩效进而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有助于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

创新，熨平市场经济发展周期，提升经济发展稳

定性与可持续性。从生产端来看，一方面，数字

经济促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传统要素深度融合，这促使企业必须优

化组织架构与经营管理模式，为延长产业链不断

拓展创新活动范围。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

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而

提升共建国家创新绩效和经济社会效益；另一方

面，数字技术有助于拓宽信息沟通渠道，使得创

新主体能够快速精准地匹配到交易对象，降低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等，激

励创新主体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资源配

置的效率[35]。从消费侧来讲，在市场需求多元化

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创新产销模式和

管理决策方式，推动企业不断识别、适应消费者

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并倒逼创新主体不断研

发、推出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价值诉求[32]。 

创新活动通过研发投入、创新产出和成果转

化等环节推动共建国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增长[36]。在经济社会效益

方面，创新活动可以通过增加供给和满足需求两

个方面促进共享发展。第一，创新将增强企业盈

利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使得能够有更多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教育、交通和医疗等各项民生

领域，提高全民共享水平。第二，技术创新带来

的产品多样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多样的消

费需求，还能更好地实现创新成果共享，从而提

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33]。在生态效益方面，企业

数字化转型、产业绿色化发展将引导企业开展绿

色创新活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使经济

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转变，经济

发展质量得以提升[37]。此外，以绿色产品、绿色

服务等为主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提高出口产品

竞争优势，有效推动共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区域创新绩效来间接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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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即不仅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多角度、全

方位、全链条地转型升级，还可以孕育出大批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

来说，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有效提升了产业主体

间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以及在持续获利和满足市

场需求等方面的竞争能力，促使传统产业内部公

平与效率的统一，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34]。而且，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转型促进虚拟产业集群的形成，扩展了传统

的产业关联关系，实现产业发展的低成本运作；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化发展不仅因其耦联效

应、溢出效应以及扩散效应实现产业间的知识共

享、数据共享、经验共享和资源共享，降低信息

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还可以催生出以客户价

值创造为核心、平台经济为主流的新商业模式，

激发消费新潜力，开辟价值增值新渠道，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38]。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经济结构优化效应、生态

环境改善效应等促进共建国家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从经济结构优化效应视角

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是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与

附加值、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改进经营管理模式

等实现整体结构优化，对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

展动力起到关键作用[39]。而且，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促使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向效率、利润和附加

值相对更高的生产部门，这对纾解经济运行过程

中发展方式粗放、增长质量较低等问题发挥着积

极作用，从而推动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经济高质量发展[32]。从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视角来

看，产业结构是联结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的重要

纽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资源的投入和产出、

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会直接影响区域生态

环境。而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常以增强企业

竞争力、减少生态环境破坏为目的，通过对传统

产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实现褐色经

济向低污染、高质量、高效率的绿色经济转变，

从而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 变量选择与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Hqua)为被解释变量。现有研究成果中，较多成

果是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或

行业层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不太适用于测度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

平。因此，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提出的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

标，结合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沿线各国实际情况，

构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见表 1)。其中，“高标准”强调实现基础设

施“硬联通”和制度规则“软联通”；“惠民生”

重点聚焦贫困消除、就业增长、民生改善；“可持

续”体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协调统一[40]。

此外，在指标赋权方面，本文在对原始数据进行

极值法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取熵值法对指标

进行客观赋权，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 1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间规则、标准、政策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有效

推动了“软联通”建设，从而促进交易成本降低，

提高合作效率和水平。因此，本文以产能合作效

率间接反映各国间制度、战略、法律法规等方面

的互联互通水平，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其进行评价，相关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如表 2

所示。 

2. 核心解释变量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Deco)为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数字人才创新环境、数字经济开放程度三个

维度，结合现有研究[27,31,39]，选取 11 个对应指标

测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见表 3)，并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

需要检验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以及变量间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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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

标 
子系统 准则层 

具体测 

度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数据来源 属性 权重

高 

标 

准 

硬联通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通讯基础 

设施 

每百人固定宽带用户和每百人 

固定电话用户之和 
世界银行 正 0.0443

运输基础 

设施 

铁路百万吨公里货运量和航空 

百万吨公里货运量之和 
世界银行 正 0.0391

能源基础 

设施 

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与燃

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之和 
世界银行 正 0.1137

软联通 
政策标准 

互联互通 

产能合作 

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依表 2 计算 正 0.0117

惠 

民 

生 

消除贫困 成果分享 贫困差距 基尼系数 CEIC、世界银行 负 0.0223

增加就业 社会稳定 失业率 失业人数/劳动力总人数 世界银行 负 0.0075

改善民生 

人口素质 
教育程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2/3+预期 

受教育年限*1/3 
UNDP 正 0.0150

健康状况 出生时预期寿命 世界银行 正 0.0177

居民福利 

消费福利 终消费支出/GDP 世界银行 正 0.0202

休闲福利 国际旅游人数 世界银行 正 0.0133

收入福利 人均 GNI 世界银行 正 0.0635

 

 

 

 

 

 

 

 

 

 

 

可 

持 

续 

 

 

 

 

 

经济可持 

续发展 

经济增长

水平 

经济水平 
GDP 世界银行 正 0.0231

人均 GDP 世界银行 正 0.0993

经济增长 
GDP 增长率 世界银行 正 0.0070

人均 GDP 增长率 世界银行 正 0.0068

经济结构

水平 

投资结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 世界银行 正 0.0215

产业结构 服务业增加值/GDP 世界银行 正 0.0106

外资开放度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GDP 
UNCTAD、 

世界银行 
正 0.0070

对外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GDP 
UNCTAD、 

世界银行 
正 0.0698

经济运行

效率 

资本效率 GDP/资本存量 
PWT 数据库、 

世界银行 
正 0.0277

劳动效率 GDP/就业人数 世界银行 正 0.0558

能源效率 GDP/能源消耗总量 
《BP 能源统计年

鉴》、世界银行 
正 0.0403

社会可持 

续发展 

社会稳定 
产出稳定 

|(当期经济增长率-前期经济 

增长率)/前期经济增长率| 
世界银行 负 0.0065

价格稳定 |通货膨胀率| 世界银行 负 0.0021

体制合理 制度质量 世界治理指标(WGI) 世界银行 正 0.0358

生态可持 

续发展 

自然资源

利用 
绿化环保 

森林覆盖率 世界银行 正 0.0387

陆地及海洋保护区面积/国土面积 世界银行 正 0.0640

可再生能耗/能耗总量 
《BP 能源 

统计年鉴》 
正 0.1096

环境综合

治理 
碳足迹 二氧化碳排放量 

《BP 能源 

统计年鉴》 
负 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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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能合作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 

类型 
指标名称 数据来源 

投入 

指标 

资本存量 PWT 数据库 

劳动力总数 世界银行 

劳动力市场效率指数 《全球竞争力报告》

产出 

指标 

GDP 世界银行 

人均 GDP 世界银行 

进出口总额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基础设施指数 《全球竞争力报告》

 

表 3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 

基础 

设施 

建设 

固定宽带用户 世界银行 

固定电话用户 世界银行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 世界银行 

移动电话用户 国际电信联盟

互联网使用率 国际电信联盟

数字人才 

创新环境 

商标申请数 世界银行 

高等教育入学率 世界银行 

数字 

经济 

开放 

程度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 

品出口比重 
世界银行 

信息通信技术 

进出口贸易年增长率 
UNCTAD 

信息通信技术进出口 

贸易占服务贸易额比重 
UNCTAD 

信息通信技术 

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 
UNCTAD 

 

立性，因此对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

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635(>0.5)，Bartlett 球

形度检验显著性为 0.000(<0.001)，说明 11 个指

标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

由全局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可知，前四个主成分

的特征值均大于 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0.470%，

能够有效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此，本

文 终提取前四个主成分，并依据主成分得分和

成分矩阵系数得到如下线性组合。 
 

1 1 2 3 40 454 0 389 0 325 0 208F . X .  X .  X .  X       
5 6 7 80 461 0 431 0 096 0 191.  X .  X .  X . X     

 
9 10 110 214 0 066 0 004.  X .  X .  X      (1) 

2 1 2 3 40.252 0.066 0.124 0.216 F X X X X       
5 6 7 80.133 0.082 0.135 0.531 X X X X     

 
9 10 110.585 0.420 0.164 X X X        (2) 

 
3 1 2 30.147 0.343 0.445 F X X X      

4 5 6 70.152 0.101 0.234 0.711 X X X X     
 

8 9 10 110.156 0.038 0.170 0.121 X X X X    
     (3) 

 
4 1 2 3 40.025 0.122 0.057 0.546 F X X X X       

5 6 7 80.069 0.104 0.084 0.302 X X X X     
 

9 10 110.061 0.520 0.544 X X X        (4) 
 

利用 F1 到 F4 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

权重构建反映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数字经

济发展程度的综合得分项 F，F 计算公式为： 
 

1 2 3 40.460 0.231 0.179 0.130 F F F F F     (5) 
 

3. 中介变量 

(1)创新绩效(Ainno)。创新与资本类似，属于

存量概念，借鉴相关学者做法[37,41]，本文以 2010

年为基期，选取每万人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各国创

新绩效，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存量值。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1(1 )t t tAinno d Ainno P            (6) 
 

00 / ( )Ainno P g d              (7) 
 
式中，Ainno 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创新

绩效；d 为折旧率，参考 Andrew[42]的做法，将其

设定为 0.2；P 为每万人专利申请数；g 为 2011

—2019 年每万人专利申请数的年均对数增长率。 

(2)产业结构升级(Indus)。参考付凌晖[43]的 

做法，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构成一组三维空间向量 X0=(x1,0, x2,0, x3,0,)， 

进而分别计算其与 X1=(1, 0, 0)、X2=(0, 1, 0)、X3=(0, 

0, 1)的夹角 θ1、θ2、θ3，具体计算公式为： 
 

3

, ,0
1

1/2 1/23 3
2 2
, ,0

1 1

)
arccosj

i j i
i

i j i
i i

x x
θ

x x



 




   
   

   



 

（

     (8) 

 

则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dus)的计算公式为 
 

3

1 1

 1,2,3
k

j
k j

Indus j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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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36,38]，综合考虑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因素，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①政府调

控(Gspe)：用公共部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来表示。②金融供给(Fsu)：用净国内信贷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③城市化水平(Ura)：用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1. 样本选择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为基准，

删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样本， 终筛选出

3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数据，涵盖东北

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六个区域，

一定程度上保证样本选取的普遍性。具体选取的

样本国家如表 4 所示。 

 

表 4  共建“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 

地区 国家 

东北亚 

(2 国) 
中国、俄罗斯 

东南亚 

(6 国) 

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南亚(4 国)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中亚(2 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西亚(4 国) 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阿塞拜疆 

欧洲 

(15 国) 

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马其顿、希腊 

 

2. 数据说明 

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PWT 数据库和

UNCTAD 等，详见表 1 至表 3。由于数据获取难

度大，存在少量数据缺失情况，具体情况是：被

解释变量的缺失数据主要集中在高标准和惠民

生两个维度，缺失数据总占比为 1.45%；核心解

释变量的缺失数据主要集中在数字人才创新环

境和数字经济开放程度两个维度，缺失数据总占

比为 1.93%；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基本没有数据

缺失。针对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趋势外推法

进行填补。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5)可以看

出，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

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 大值和 小值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的现状基本相符。 

 

表 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Hqua 330 0.330 0.087 0.139 0.510

Deco 330 0.565 0.217 0.051 1.074

lnAinno 330 0.409 1.614 −4.031 3.569

Indus 330 7.031 0.323 6.192 7.556

Gspe 330 32.340 11.049 9.661 60.267

Ura 330 0.597 0.178 0.182 1.000

Fsu 330 0.718 0.360 0.112 2.203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一)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建立如下模型： 
 

, 0 1 , , ,i t i t z i t i i tHqua Deco Z          (10) 
 

其中，Hqua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Deco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

经济发展程度；Z 为一组控制变量。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国家和年份，λi 为 i 国家不可观测的个

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2.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由于普通 小二乘(OLS)属于均值回归，无

法得到不同分布下的回归关系。因此，为更全面

地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选取 0.10、0.25、0.50、0.75 和 0.90 五

个分位点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 

3. 基于 bootstrap 法的结构方程模型 

进一步地，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本文进行了中

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多为逐步检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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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l 检验法、结构方程模型(SEM)等。其中，逐

步检验法往往存在估计偏误问题[44]；Sobel 检验

法在处理小样本量、小中介效应值或中介效应值

不呈正态分布时其检验结果不太理想。而基于

bootstrap 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克服这些缺点，

且能有效解决变量的测量误差问题[45]。因此，本

文采用基于 bootstrap 法的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究

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间

接效应。 

(二) 基准回归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实证分析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模

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解释变量

之间的 VIF 值均小于 3.35，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首先依据 LM 和 Hausman 检验结

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基准回归，初步

检验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直接效应(见表 6)。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

为 0.207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程度每提高 1%，高质量发展水平将提高

0.207%，数字经济显著地提升了高质量发展水平，

验证了 H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调

控(Gspe)的估计系数为−0.003 且通过 5%的显著

性检验，这与何冬梅和刘鹏[46]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政府干预不当或过多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和科技创新发展，因而对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

响；金融供给(Fsu)的系数值为负但不显著，说明

金融供给的加大并未有效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可

能是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金融资本向虚拟经

济过度倾斜，不利于金融与经济发展间的平衡与

协调[47]；城市化水平(Ura)的估计系数为 0.042，

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陈昭等[32]的研究结果

一致，意味着城镇化的扩张不会显著提升地区发

展质量。 

进一步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探究不同分位

点上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见表 6)，可以看出，在 0.10、0.25、0.5、0.75、

0.90 五个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估

计系数依次为 0.128、0.153、0.186、0.205、0.227，

且除 0.10 分位点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随

着分位点位置上升，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这也表明，相

对于发展质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

对发展质量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推动作用

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

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基础、技术人才、工业化

程度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更具优势，数字经济发

展更为强劲，因此数字经济对其高质量发展的推

动作用更显著。 
 

表 6  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 

 
基准回归模型 

面板分位数回归 

 Q=0.10 Q=0.25 Q=0.50 Q=0.75 Q=0.90

Deco 
0.199*** 

(6.19) 

0.213***

(5.59) 

0.207***

(3.71) 

0.128 

(0.68) 

0.153*

(1.92) 

0.186** 

(2.29) 

0.205** 

(2.15) 

0.227**

(2.22) 

Gspe 
−0.004*** 

(−3.52) 

−0.003**

(−2.48) 

−0.003**

(−2.44) 

−0.003

(−1.28)

−0.000

(−0.39)

−0.002 

(−1.17) 

−0.002 

(−1.31) 

−0.001 

(−0.39)

Fsu − 
−0.029 

(−1.42) 

−0.029 

(−1.41) 

−0.003

(−0.04)

−0.017

(−0.30)

−0.022 

(−0.49) 

−0.020 

(−0.85) 

−0.021 

(−1.01)

Ura − − 
0.042 

(0.16) 

0.175 

(0.26) 

0.170 

(0.48) 

0.055 

(0.22) 

0.055 

(0.17) 

0.021 

(0.05) 

_Cons 
0.333*** 

(10.30) 

0.321***

(8.56) 

0.300* 

(2.02) 
− − − − −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R2 0.461 0.475 0.476 − − − − −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 或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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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样本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见表 7)，本文依据世界

银行 2021 年发布的人均国民收入划分标准，将

沿线 33 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高于 12 695 美元)、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 096－12 695 美元)、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1 046－4 096 美元)三类进行回归。可

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

展的促进效应不同。分别对比高收入国家和中等

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收入国家的 Deco 估计

系数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

国家，而且费舍尔组合检验“经验 P 值”分别为

0.021、0.008，均显著拒绝两组结果系数差异为 0

的原假设，说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高收入国家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

相对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其

数字经济发展较早、水平较高，数字经济红利得

到更为充分的释放；但是，对比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的 Deco 估计系数高于中等偏下

收入国家，但费舍尔组合检验“经验 P 值”为 0.213，

并未拒绝两组结果系数差异为 0 的原假设，表明 

 

表 7  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异

质性影响结果 

 Hqua 

 
高 

收入国家 

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 

中等偏下

收入国家

Deco 
0.411*** 

(6.45) 

0.181*** 

(2.76) 

0.101* 

(1.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_Cons 
0.388*** 

(6.43) 

0.185** 

(2.10) 

0.183*** 

(4.31) 

N 330 330 330 

R2 0.636 0.362 0.316 

LM 检验 P=0.0000 P=0.0000 P=0.0000 

Hausman 

检验 
P=0.1002 P=0.3780 P=0.3492 

Model RE RE RE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 z 或 t 值 

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数字

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

恰恰说明无论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还是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均可通过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推动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赶超。 

(四)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基于 bootstrap 法的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数字经济能否通过提升创新绩效与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两个方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高质量发展。具体地，通过结合运用 大似然估

计法和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 (bias- 

corrected bootstrap)估计法进行区间估计，置信度

水平设为 95%。其一，创新绩效层面，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的结果均为非标准化解，X 表示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M1

表示创新绩效，Y 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各项拟

合度指标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

而且，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值为 0.024，其 95%

置信度下的偏差校正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02，

0.046)，不包含零值，说明创新绩效对于数字经

济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中介效

应显著，验证了 H2。 

 

表 8  创新绩效层面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ffect Estimate SE 
BC95%置信区间

p 
下限 上限 

X→M1(a) 5.576 0.311 4.945 6.166 0.000

M1→Y(b) 0.004 0.002 0.000 0.008 0.029

X→M1→Y(a*b) 0.024 0.011 0.002 0.046 0.031

拟合度检验 

CFI=1.000 

TLI=1.000 

RMSEA=0.000 

SRMR=0.000 

 

其二，产业结构升级层面，结果如表 9 所示，

同样的，其中的结果均为非标准化解，X 表示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M2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Y 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各

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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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而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值为 0.091，

其95%置信度下的偏差校正bootstrap置信区间为

(0.073，0.108)，不包含零值，说明产业结构升级

对于数字经济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了 H3。 

 

表 9 产业结构升级层面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ffect Estimate SE
BC95%置信区间

p 
下限 上限

X→M2(a′) 1.105 0.048 1.013 1.204 0.000

M2→Y(b′) 0.083 0.009 0.064 0.098 0.000

X→M2→Y(a′*b′) 0.091 0.009 0.073 0.108 0.000

拟合度检验 

CFI=1.000 

TLI=1.000 

RMSEA=0.000 

SRMR=0.000 

 

(五) 稳健性检验 

1. 直接效应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三个方面

对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直接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在面板自相关

和异方差问题的处理方面，通过面板校正标准误

(PCSE)方法对模型进行再估计，结果见表 10 第(1)

列。二是在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面，主要是为核

心解释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首先参考黄群

慧等[35]的做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上一年

互联网用户数与其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构

造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究其逻辑，

一方面，互联网走进大众视野基本上是从电话线

拨号接入(PSTN)开始的，这样历史上固定电话普

及率高的地区也极有可能是互联网普及率较高

的地区，并且固定电话等传统电信工具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随着使用频率的下降而逐渐降低[38]，满

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及外生性原则。另一方面，

Kleibergen-Paap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拒

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 

Paaprk 的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

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充分说明该工具变量

的合理性。进而采用 2SLS 进行回归检验，结果

见表 10 第(2)列。其次参考张少华和陈治[34]的做

法，以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

工具变量，重新进行 2SLS 回归，结果见表 10 第

(3)列。三是为防范回归结果具有变量依赖性，利

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替换被解释变量后重新进 

 

表 10  直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Model 
面板校 

正标准误 
2SLS 2SLS 

固定 

效应模型

Deco 
0.250*** 

(8.24) 

0.456*** 

(13.10) 

0.382*** 

(15.94) 

3.116* 

(1.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_Cons 
0.147*** 

(15.80) 

0.157*** 

(15.69) 

0.136*** 

(13.60) 

8.164** 

(2.22) 

自相关检验 
F(1,32)=41.478 

Prob>F=0.0000 
− − − 

异方差检验 
chi2(32)=266.93 

Prob>chi2=0.0000 
− − − 

Kleibergen-Paaprk LM − 89.100[0.000] 107.492[0.000] −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 178.182{16.38} 2937.730{19.93} − 

Hausman 检验 − − − P=0.0064

N 330 330 330 330 

R2 0.853 0.768 0.772 0.14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 或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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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归，该变量是用C-D生产函数TFP= Y/[K1−αLα]

测度，其中 K 为资本存量，用 PWT 数据库中永

续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衡量；L 为劳动投入，

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劳动力总数衡量；Y 为产出，

用 PWT 数据库中实际 GDP 衡量；α设定为 2/3，

结果见表 10 第(4)列。 

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数字经济能够直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 

2. 间接效应 

参考宋玉臣和李连伟[48]的做法，本文从引入

控制变量和替换 Hqua 两个方面对数字经济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进行了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11，其中 X、M1、M2、Y

含义与表 8 和表 9 相同，Y′则表示 Hqua 的替代

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一，引入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引入控制变量后的路径系数符号和显

著性水平方面均与上文基本保持一致。其二，替

换 Hqua。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替换 Hqua，

对基于 bootstrap 法的结构方程模型重新进行估

计，可以看出，结论与上文基本保持一致，表明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

提升创新绩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2010—2019 年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

展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且随着高质量发展分

位点位置的上升，推动作用逐渐增强。②分样本

来看，相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

更显著，当然，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

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存在

显著性差异。③在数字经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

升级均发挥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024

和 0.091。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合作。

建立健全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和相关法律法

规，减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数字规则分歧； 

 

表 11  间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引入控制变量 替换 Hqua 

Effect Estimate SE 

BC95% 

置信区间 p Effect Estimate SE 

BC95% 

置信区间 p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X→M1(m) 5.576 0.311 4.945 6.166 0.000 X→M1(r) 5.576 0.311 4.945 6.166 0.000

M1→Y(n) 0.004 0.002 0.001 0.008 0.010 M1→Y′(s) 0.451 0.100 0.250 0.660 0.000

X→M1→Y(m*n) 0.024 0.009 0.006 0.042 0.010 X→M1→Y′(r*s) 2.518 0.557 1.461 3.719 0.000

拟合度检验 

CFI=0.947 

TLI=0.942 

RMSEA=0.056 

SRMR=0.033 

拟合度检验 

CFI=1.000 

TLI=1.000 

RMSEA=0.000 

SRMR=0.000 

X→M2(m) 1.105 0.048 1.013 1.204 0.000 X→M2(r) 1.105 0.048 1.013 1.204 0.000

M2→Y(n) 0.077 0.010 0.059 0.097 0.000 M2→Y′(s) 3.443 0.432 2.524 4.206 0.000

X→M2→Y(m*n) 0.085 0.011 0.065 0.108 0.000 X→M2→Y′(r*s) 3.804 0.465 2.863 4.644 0.000

拟合度检验 

CFI=0.948 

TLI=0.944 

RMSEA=0.068 

SRMR=0.047 

拟合度检验 

CFI=1.000 

TLI=1.000 

RMSEA=0.000 

SRMR=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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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中的协调统筹，提升“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合作针对性，形成优势互补、协同

发展的合作格局；建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

字经济统一治理机构，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智慧

治理深度融合，为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深度

与广度提供保障；充分利用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

作区和产业园，建立“一带一路”数字园区，为

更多产业融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供强大助力；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网络空间共同体，加强网

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国有组

织犯罪和网络犯罪；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数字基础建设，通过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提供银

行跨境担保等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

济，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 

(2)因地制宜推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推

动发展质量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在扎实推动

自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从产能转移、

技术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帮助沿线欠发达国家

或地区消除“数字鸿沟”，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促使更多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通过

联结创新链、提升产业链助力可持续发展，推动

传统农业和工业的改造升级和物流、金融服务、

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对于发展

质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加快数字贸易

畅通，探索开展“互联网+”的新型商贸模式，

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建立更加稳定高效的商品流

通渠道和平台，撬动电商经济客户端的“长尾效

应”；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为主线，推动比较优势内生化，优先发展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低污染性高技术产

业，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3)强化区域创新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一方面，

拓宽创新资金来源渠道，增加研发资金与人员的

投入，通过直接补贴或者间接信贷支持等手段，

构筑创新要素的“蓄水池”，提高关键软硬件技

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在人才培养、智能运输、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的科

技创新合作。另一方面，培育“多级雁行”格局，

推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新雁行模式”，增强区域

产业发展协同效应；鼓励沿线发达经济体加入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注重技术应用

及创新变革，带动其他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构

建沿线发展中经济体间的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畅

通沟通渠道并实现资源共享、市场供需对接及扩 

张，联合培育先进主导产业；以数字化推动沿线

转型经济体升级其传统资源型产业，促进沿线国

家产业结构趋于协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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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construct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countries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high standard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nd measur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construct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on the whole,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at the rol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ris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ntiles. By the sampl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than in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Of cours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at middle-income countries should also promote high-quality catch-up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by improv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boo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the Belt and Roa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ntile regress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编辑: 何彩章] 

 


